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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木刻书籍版画艺术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是对国画中线描和水墨的复制。中国古代木
刻版画大多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插图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明代木刻

书籍版画大量出现，题材广泛，刻印精湛，争奇斗艳，达到了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的巅峰。其中，

福建建阳版画多出自民间工匠，镌刻质朴；南京金陵版画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

丽，风采迥异；杭州武林版画题材开阔，刻制精美；安徽徽州版画富丽精工，典雅静穆。对于明代木

刻版画，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关注以梓行地来划分区域性的版画风格，并特别强调徽派艺
术风格在晚明时期的大一统格局，使得几乎全部晚明时期江浙地区的版画，无论是怎样的面貌，都

可以被认定是徽派版画。而版画风格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绘图者师承的风格，还是雕版者

在雕刻时所创出的风格，都可能对版画的呈现有所影响。作为版画创作者的画师与刻工，在创作中

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绘画者的画风决定着版画风格。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以艺术特征之不同

将晚明时期版画插图归类为质朴派、雄劲派、婉约派的新方法，有利于对中国古版画插图史的梳理

与研究。明代木刻版画的构图沿用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法，与西方的铜版画在形式风格和绘刻

技艺方面都不一样。晚明时期，一些画家开始学习西方绘画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掌握了透视和

明暗画法，于是在明代木刻版画领域也出现了西方艺术的透视和投影技巧，这可能是用中国古代木

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而留下的。因为，在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要分发大量的圣像、纪

念章和带有插图的书籍，由于从欧洲运来的数量不多，只能找当地刻工用木版印制。当时用于传教

的木版画印刷品已不可得见，只留存下为数极少的用中国古代传统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的作品。

西方艺术的透视法对我国传统版画的影响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关键词］明代木刻书籍版画；区域性风格；中外交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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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是一种“复

制木刻版画”

　　版画（ｐｒｉｎｔ）在英语中不仅指从近代创作版画
发展起来的绘、制、印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具有表现

力的平面作品，还泛指一般的印刷。作为绘画艺术

一个门类的版画，１９６０年的维也纳国际造型美术协
会会议曾加以定义：（１）为了版画作品的创作，美术
家曾亲自利用石、木、金属、绢等材质，参与制版，使

自己心中的意象借此版转印于画面之上；（２）美术
家亲手、或在其本人监督指导下，以其原版直接印刷

而得的作品；（３）在这些完成的版画原作上，美术家
负有签名的责任。［１］（Ｐ１７０）这个定义来自于创作版画，

显然是欧洲版画创作的理论总结。“欧洲人将中国

古代的复制版画发展成创作版画，将画与刻分开，形

成了画与刻均由艺术家独立完成的艺术”［２］（Ｐ３３１），在

时间上大约为１８世纪中叶。对于版画的认识，中国
现代新兴版画的推动者鲁迅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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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

木，直刻下去……因为是创作底，所以风韵技巧，因

人不同，已和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

术”。［３］（Ｐ３３６）为了与新兴版画加以区分，鲁迅还提出

了传统木刻版画、传统版画、复制版画等名称。

对照国际造型美术协会的版画标准，由于中国

古代几乎没有画稿、雕版、印刷由一人完成的木刻版

画，所以，将中国古代复制木刻画视为版画创作来研

究是不全面的。但是，中国古代版画史学界多年来

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大概只有郑振铎有着清醒的认

识，从他慎重地定名《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４－５］，

可知他对于频繁使用的“版画”一词还是颇有几分

保留的。在中国本没有“版画”的提法，与其相对应

的，在古代大致有“刻本”、“印本”、“雕版”、“设色

套印本”、“刻图”、“修梓”等说法，从这些名称可知，

中国古代传统版画大多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

周芜［６］曾说过：“中国版画史就数量来讲，实际上是

中国书籍插图史”。实质上中国古代传统版画是一

种“复制木刻版画”，它是对国画中线描和水墨的复

制。虽然凌君武［７］对传统版画的价值和意义做了

一些探讨，王永亮［８］也试图对“传统木刻等于复制

版画”这一概念提出质疑，提出明代人们观念的更

新、画家与刻匠的亲密合作，使得传统版画在技法、

材料、画稿和印制上得到不断创新。若以此来“充

分肯定传统版画中包含着创作因素的存在”是没有

问题的，但由此说传统版画不再是对中国画的复制，

而是开始具有了自身的刀刻语言和艺术特点，并将

之视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版画萌芽的开始，则可

能需要进一步论证。因为凌君武和王永亮两人实际

上都没有否定中国传统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

画”，而只是证明了传统木刻版画在明代有创新。

作为复制技术的中国古代传统版画，在绘画风

格上受到中国画的影响，秉承中国画的线条传统，以

单线造型的表现形式，人物的结构、山水景物的塑造

样式等都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相同，都是一

味地模仿画稿，画师画出画稿后，由技艺相对高超的

技师通过刻工、印工分阶段制作完成，与原稿不能有

一点偏差。印刷制版是复制笔意，而不是创造刀法，

它纯粹是对一般绘画原作的模仿，作品中边线的整

齐刻划、线条的流畅平直，以及转折处略为生硬的刀

痕，正是印刷制版中对原作最大限度的忠实，对于刀

味的追求没有能够成为自觉的行为，刀味在整个过

程中消失殆尽。《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运

用木版水印的拱花、版技术，将中国画的水墨韵味

体现得微妙至极。拱花、版技术虽然高超，但只在

技术的层面对版味、刀味的讲究，仍是对原稿的模

拟。艺术创作需要原创的个体意识，它要表现创作

者的思想情感，并从构思到完成具有完整的统一性，

至少是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贯彻图形样式制作始终。

中国古代版画传统表现形式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艺术

传统形式，它只是模仿复制，没有去除功利因素。呈

现的样式虽是版画艺术的表现样式，但也仅仅是技

术层面，是印刷范畴内的技术，只是中国绘画的复制

方式。欧洲版画艺术具有复制的特质，但它不是复

制。如果说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具备了艺术作品表现

形式，但也只是民间艺人师徒之间的传承，它有先入

为主的图式，不过是怎样刻、怎么印的问题。［９］中国

古代版画基本上都是复制版画而不是创作版画，它

是根据画稿镌刻的，是绘画的再生品。中国古代传

统版画的图形样式不是以个人化的思想情感直接面

对社会，画家无须直接面对雕版以刀代笔直述情怀，

表现题材和内容形式大多是小说戏曲内容的再现。

刻版需要镌刻作者准确把握画稿的风格，再与自己

的镌刻风格相结合，产生出珠联璧合的佳作。图绘

作者与镌刻作者一般都是分离的，独立的版画意识

并没有真正实现，版画的语言被模仿笔墨线条的效

果所取代，不能被列入“纯艺术”的范畴，称之为“复

制型版画”或“古代版画”可能更合适。

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插图史中承前启后的时

代，学界对明代版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且给予其很高的艺术地位评价。确实，明代的木版

画已经极度繁荣，达到了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的

巅峰，除了细致工整的阳刻版画外，还出现了阴刻、

多版套色、版、拱花等一些新的制作技法，经过文

人画家与刻工的密切合作，版画的艺术价值有了很

大的提高。这是传统版画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重要

依据。

　　二、争奇斗艳的明代木刻书籍版画

明代雕版刻书发达，书籍数量猛增，明中期的叶

盛对当时小说和戏曲作品出版的盛况曾有一番描

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

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

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

画，家蓄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

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征、宋吕文穆、

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

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

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

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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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１０］为

了招徕读者，出版刊行各类书籍往往附以精美的插

图，如明代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年）金台岳家书铺刊行
的《西厢记》末尾就有说明：“本坊谨以经书重写绘

图，参订编次大字本，皆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

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

意。”［１１］明代出版的戏曲、小说常常会有许多刊本，

如《西厢记》就有弘治本、乔山堂刘龙田刻本、起风

馆刻本、张深之刻本、香雪居刻本、闵刻朱墨套印本、

凌刻朱墨套印本、刘李明刻朱墨套印本、李延谟刻本

等十余种之多。为了在销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书商们往往延请有名的画家绘制插图，像唐寅、仇

英、陈洪绶、丁云鹏、汪耕、郑千里、赵文度、刘叔宪及

蓝田叔等知名文人画家的参与，无疑有利于书籍版

画向艺术化的方向发展。晚明时期几乎到了无图不

成书的局面，木刻版画大量出现，题材广泛、数量惊

人、刻印精湛、艺术水准高妙，是中国传统版画艺术

的巅峰时期。

明代前期，因为统治者的推崇，佛教典籍的版画

插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刻版画兴盛，数量多，

刊刻精美，气魄宏大庄严，风格活泼，有很高的成就。

明初佛教典籍以外的版画，虽有佳作，数量极少。明

代洪武初年福建坊刻《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每诗一

图，上图下文，似坊间所刻童蒙读物。明宣德十年

（１４３５年）金陵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是最早
的戏曲连环画插图本，有文字８６面，每面配单面方
式图一幅，左图右文，把原置版面上部、占版面１／４
左右的图版移至左面，极大地扩大了版刻插图的表

现空间，与元刊《西厢记》残页图像不同的是没有榜

题。明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年）刻《圣迹图》，以连续性
的版画表现孔子的一生，刀法简洁有力，线条如铁线

般刚劲，虽然画面上人物、背景、器具繁多，却井井有

条，毫不繁乱。明天顺年间（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年）刊印的
《老子道德经》扉画《老子出关图》，两面连式，图中

老子端坐牛背，衣袂飘举，紫气裹身，神情淡雅，骨法

奇古，一派仙风道骨的气象，须发以直刀削刻，是全

图的点睛之笔，背景的山岚关隘，用线洒脱。

１９６７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宣姓墓
中，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北京
永顺书堂刊刻的说唱词话，其中讲史类３种（《新编
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新刊说唱全相石郎

驸马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公案

类６种（《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
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

粜米记》《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全相说唱师官

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新刊全相说唱包

待制出身传》），传奇类２种（《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
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另有南戏

１种（《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这批本子插图
丰富，艺术手法趋向多样化。其中《新编全相说唱

足本花关索出身传》为上图下文，沿用元代至治年

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３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的
形式风格；其他诸本皆为整版图，其中《新编说唱包

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

《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新刊全相说唱开宗

义富贵孝义传》等，版框中间用直线或云纹等花饰

隔开，上下各一图，是将整版图一分为二进行处理的

新手法。镌刻手法上阴刻与阳刻相结合，古拙粗疏，

人物突出，背景不加修饰，线条粗壮有力，雄浑劲健。

明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年）刊本《天神灵鬼册》，广罗天
堂诸神和地狱诸鬼的图像，相当于一本大规模的神

鬼谱。鬼神们的神态千变万化、惟妙惟肖，刊刻也极

为精致，是明初木刻画集里的大创作。明成化十一

年（１４７５年）刊本《历代古人像赞》，所绘人物上起
伏羲下迄黄山谷，是存世最早的版画人物图像集。

明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年）刊本《吴江志》是较早附
有版画的方志书，其中有乡贤诸公像，虽粗疏稚拙，

但别有意趣；另有山水版画如《思鲈返棹图》《雷泽

别业图》等，很有诗情画意；还有《顾侍郎著玉篇图》

一幅，继承了元代的古朴风味，浑沌厚重、朴实无华，

是弘治版画中的上乘之作。明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
年）京师书肆金台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

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分５卷，每卷前冠单面整版图
一幅，存“西厢步月”等３图。书内插图皆为上图下
文式，每页一图，以戏文标目为单元分段，一段内或

二三图、或六七图，图与图之间在画面上前后相连，

段与段之间则契合剧情发展在情节上首尾相接，展

开来看，就是一幅“唱与图合”的连环画长卷。元鹏

飞［１２—１３］因该刻本牌记中有“唱与图合”４字，认为这
种戏曲刊本插图可能不仅有看图讲故事的意义，还

有展示演出场景的含义；他还认为“早期的戏曲插

图并不像小说插图那样，一开始就明确服务于看图

讲故事的目的，而是有一段时期曾包含了将这些内

容在舞台上表现的情形以‘唱与图合’的方式予以

展示的目的。不过，受小说插图形式的影响，这种情

形很快就被改变了”。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可能与事

实并不相符。图版绘刻粗中有细，刀法活脱而有生

气，人物造型生动，配景以典型布置，大致殿阁楼台、

庭院书斋、古道长堤，小及一几一案、一石一木、一花

一草，选取无不合宜。该刻本插图共 １５０幅，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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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双页、多页相连等不同形式，非常灵活，把一个缠

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淋漓尽致地绘写于画面上，出色

地渲染了原作的情感基调。明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
年）苏州刻、邝撰《便民图纂》，第一卷有版画《耕

织图》，描写明代吴地的耕织风俗，用的是上文下图

形式。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１４８８—１５２１年）重刊宋绍
定本《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２０卷。后集无插
图，前集不仅内容丰富，且武器与阵营部分附有大量

插图，有的是单页一图，有的扩为双页大幅。图的后

面有说明文字，如“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

系其空束于腋下，人浮以渡”。所刻粗率草简，艺术

性不强，但它把南北朝至北宋的武器形状记录了下

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吴郡沈津原

刊《欣赏编》，包括集古考图、汉晋印章图谱、文房图

赞、茶具图赞、古局象棋图、谱双、打马图等几十集。

大食、真腊、婆等人物形象，始见于“谱双”集中，

颇为珍贵。福建建阳、崇安地区刊刻小说图书时间

早，明代万历以前还是刻印小说最多的地区，规模较

大，延续时间也长。建阳、崇安相距不远，版画插图

风格基本相同，被统称为“建安派”。自明初到万历

年间，建安书坊刊印的小说占全国一半数量［１４］，并

且绝大多数都插有版画。其中，刊于明正德六年

（１５１１年）的杨氏清江堂《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
是建安插图本书籍趋于兴盛的标志，张光启所刊，上

图下文式，图刻朴素生动。明正德十年（１５１５年）山
西刊有医学书《铜人针灸图》《西子明堂灸经》等。

《新刊校正安骥集》是一本关于马病论断及治疗方

法的兽医书，上图下文式，无论章法结构、线描刀锋，

都非常简净。

到明代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版画艺苑逐
渐趋向繁荣，不仅作品的种类数量有较大增加，绘刻

也渐趋工丽细致。嘉靖刊本《鼎新图像虫经》，所绘

昆虫千姿百态，灵巧跃动。古人以为草虫养人怡情，

故所刻往往不以图解为目的，而成为成就非凡的艺

术作品。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年）刊《醴泉县志》有
《昭陵六骏图》，以极简古的线，表现出六骏不同的

神形姿态和“气
#

三川、威凌八阵”的气概。嘉靖十

六年（１５３７年）刊《太岳志略》为方升所辑，共５卷，
其中第３卷为宫观图，附图甚多，刻绘也极详实，是
明刊志书中的珍品。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建阳
熊大木刊《日记故事》，在图版形式上，沿用了上图

下文的狭工式插图，图中人物形象都是小型的、粗线

条的，但由于构图巧妙和镌刻精细，很是活泼生动，

具“咫尺寻丈”之概，为后继的版画趋向于繁密工致

开了先河。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熊大木编辑、闽
建书林清白堂杨涌泉刻《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

传》，书演岳飞抗金事，图为全幅大版，双面连式，图

版绘刻粗豪而有气势，颇为壮观。在以上图下文为

主要形式的建本小说版画中显得十分夺目。郑振

铎［５］、周芜［６］都认为，自刘龙田乔山堂于万历元年

刊《新镌考正绘图注释古文大全》，不久又刊《重刻

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皆为整幅版插图，是对建版

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革新，从而为建安派版画开辟

了新路。在郑振铎、周芜关于古版画的论著中，未见

提及《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依笔者愚见，可

能囿于客观条件，两先生并未见到此本，从而才有刘

龙田的革新一说。刊印于南方的两部最早的南戏插

图剧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

记》与《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的插图也都是连

环画形式。刊于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年）的《荔镜
记》末尾曾记，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

所以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以便骚人墨

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而现存明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年）刊印的《荔枝记》其实并非上本《荔镜记》
的底本，这由它们的刊印年代便可知晓。但同样是

敷演陈三五娘故事的这两个剧本，除了情节的改动

外，图版与文字的配合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在版式

上，较早的《荔镜记》分为３层，第一层为诗词北曲，
第二层为戏曲版画插图，但图像左右有与剧情内容

相配合的４句诗句。第一、第二层合占１／２版面，余
第三层为《荔镜记》。《乡谈荔枝记》则上１／３的版
面为戏曲插图，下２／３为《荔枝记》，图版左右是一
句榜题式的文字，以概括图版内容。《荔镜记》左右

的４句诗和榜题的意义还有一定距离，而《荔枝记》
左右的一句话则是榜题文字。戏曲刊本插图很快就

由含糊不清的定位确定为小说插图那种看图讲故事

式的作用了。

刊于明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的《雪舟诗集》
卷首有《雪舟图》，利用墨色版衬托出雪天景色，很

似墨拓的本子，乃版画中所仅见。嘉靖四十一年

（１５６２年）刊《筹海图编》，１３卷，胡宗宪辑，郑若曾
编，是一本与抗倭有关的海防著作。书中有海防图、

各式船图、武器图等。卷八题“苏州府画士薛察、定

海县画士王岳绘图”。刻工来自徽州、杭州、苏州各

地。徽州黄氏题名者有瑚、蠧、瑜、璁及铖、钅弋、钱、

铉等２０多人。
明代万历时期（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年），商品经济发

达，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日益壮

大，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许多文人学士开始经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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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镌刻也不惜工本，福建建安、徽州（安徽歙县）、

武林（今杭州）、金陵（今南京）和苏州等地成为明代

最具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的刻书中心，几乎所有地区

的书坊都重视图像的作用，刻印了大量的木刻版画

插图，形成了生动的地域风格特色。当时插图书籍

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远迈前代。各地版刻艺苑出现

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从童蒙读物到农

技医药等各类实用性出版物都配上了插图，各种题

材版画方兴未艾，特别是为了满足愉悦和轻松的阅

读要求，作为市民阶层精神消费品的小说戏曲版画

取代宗教版画，不仅品种数量剧增，而且大多采用了

丰富多彩的版画插图。其中的插图往往有著名画家

署名，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故多有精品，涌现出大

量的名作佳构。董捷［１５－１６］曾专门就《西厢记》版画

的绘刻者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调查了２２个版本
的《西厢记》，对题署的绘图者和实际的绘图者作了

区别，发现冒署著名画家的姓名，从宋代的陈居中、

元代的盛懋，到明代的唐寅、仇英、钱、董其昌、蓝

瑛，都被纳入其内。而那些真实绘刻者的姓名却往

往湮没无闻了，即使留有姓名，也多无法在其他史料

中找到记载，以致难以详加考察。董捷认为，对于版

画插图中署有知名画家姓名的，除了画史上有明确

记载者（如陈洪绶等）以外，一般应以伪托论。时人

对于书籍插图的功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夫简

策有图，非徒工绘事也。盖记未备者，可按图而穷其

胜；记所已备者，可因图而索其精。图为贡幽阐邃之

具也。”［１７］郑振铎曾说，明万历年间是中国古版画史

上的黄金时代。该说法虽然不符合实际，但也是看

到了万历年间版画的勃兴之势［１８］。

１．建阳版画
福建刻书历史悠久，宋代就已经盛名远扬，但历

代的雕印中心并不在一地，宋、元时书坊多聚集于建

安县，入明后建阳县取而代之，成为书坊林立之处，

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麻

沙、崇化两地印书业也非常兴盛。麻沙在建阳县城

西去约３５ｋｍ的永忠里麻沙街，宋代即为全国印书
中心之一，以印刷麻沙版书著称于世，元代毁于火，

明代又兴。崇化在麻沙镇东北１０ｋｍ，“书市在崇化
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

六日集”［１９］，印书规模之大不难想象。现今可考的

书坊近百家，刻书题材极为丰富，举凡经史图书、诗

词文集、方志类书、军事海防、佛典道经、医卜杂著无

所不包，而尤以小说为大宗。历来论建本图书，颇多

贬词，贬多于褒。时人胡应麟就说：“余所见当今刻

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

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２０］

谢肇膌直斥：“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

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２１］建阳所刊，

无论是用材、校雠，都较为粗糙，但由于价格低廉，使

得建本书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畅销不衰，传播

广泛。

建阳余氏是刻书世家，自宋时余靖庵摹刻《列

女传》，兹后递代相承，子孙世业。万历时开肆业书

者不下２０余家，成为建阳版画的主将，而以双峰堂
所刻版画品种最多、数量最大、成就也最高，通俗小

说插图本是双峰堂所刊版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双峰堂主人名余象斗，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

双峰堂所刻书或有刊署余象乌、余世腾者。郑振铎

认为：“所谓双峰堂指的是兄弟二人，一名余象乌，

字仰止；一名余象斗，字文台。均是双峰堂书铺的主

人。”［５］（Ｐ５８）王伯敏也说：“余氏的双峰堂，是余氏兄

弟二人的刻书堂名，兄余象乌，弟余象斗，都是刻书

经营得力的能人。”［２２］张秀民认为：“文台余象斗子

高父，字仰止，号仰止山人，又号三台山人，又称双峰

堂余文台。”［２３］孙楷第提出疑问说：“字仰止之余象

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２４］刘修业认为：

“作批评的人，卷七卷八作‘仰止余世腾’，卷十二作

‘仰止余象乌’。孙楷第先生疑‘字仰止之余象斗与

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我则疑余象乌也是余

象斗的化名。”［２５］柳存仁认为：“现在再加上世腾和

象乌之名又可互易，刘女士所猜测的这些名字都是

出于一个人可以说有很强的理由。”［２６］原方也说：

“通过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的刻本比照和分析可

知：文台、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为余象斗的字和号，世

腾、乌、君召、宗云、元素可能都是他的别字、别名或

别号。”［２７］余象斗还自编自刻了大量公案、志怪小说

等，如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刊《新刊皇明诸司
廉明奇判公案》《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等。余彰

德、余泗泉父子经营的萃庆堂，也刻印了不少带有版

画插图的书籍，以整版图居多，如《新镌晋代许旌阳

得道擒蛟铁树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锲

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皆为双面连式；所镌《一

见赏心编》则为单面方式；所刊邓志谟编撰的《七种

争奇》则为单面方式或双面连式。《七种争奇》属于

杂纂类书籍，汇录有关的传奇、曲本、韵语等作品为

一编，体例芜杂，但其中的插图绘刻精丽。明崇祯十

五年（１６４２年）举人朱一是跋《七种争奇》云：“今之
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

闲。佳人出游，手捧绣像，于舟车中如拱壁；医人有

术，检阅篇章，索图以示病家。凡此诸百事，正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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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剞劂之力。万载积德，岂逊于圣贤之传道授经

也。”首次把版画的作用与圣贤立言相提并论，在当

时着实有些骇人听闻。余氏坊肆中的余成章、克勤

斋、勤有堂、余少江、余文龙、存庆堂等，也都刻过附

有版画的书籍。

刘氏是建阳书坊中仅次于余氏的第二大姓，共

有书坊１０家［２３］，著名的有刘氏翠岩精舍、刘氏安正

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洪慎独斋、刘志千归仁斋、刘氏

忠贤堂等。刘龙田，名大易，字龙田，为建阳豪富，认

为名教内自有乐地，于是大量收藏并刊行书籍。明

万历初年刘龙田乔山堂《重刻题评音释元本西厢

记》变上图下文式插图为一面文字一面图版、左右

映衬对比的单页式，以合于所谓“左图右书”的传

统，图像中的文字除了左右联语，还有每一折的题

目，是同类型插图的最早者，后来的金陵版画很可能

是受到了这一风格的影响。谭邑刘氏明德堂《详刑

公案》变方框式图像为花纹边框，对后来出现的月

光式插图具有启示意义。

其他如熊氏熊龙峰的忠正堂、熊清波诚德堂、熊

宗立种德堂、熊鹿台忠贤堂、熊氏宏远堂等，杨氏清

白堂、书林杨居肕等，郑氏联辉堂、郑少垣联辉堂，宗

文书堂等，可谓举不胜举。书林杨居肕刊《红梨花

记》，图双面连式，纤丽秀劲，绘刻甚精。

建阳刻书较多图文并茂，有着比较鲜明的特色，

并且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明代继承宋元“纂图互注”

的特点，频频使用“全像”、“全相”、“出像”、“出

相”、“图像”等名词在书籍封面上。如明万历二十

一年（１５９３年）刘龙田乔山堂所刊《出像搜神记》、
万历三十四年署“书林文台余象斗评梓”的《新刊京

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题“潭阳书林三台

馆梓行”的《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新刊按

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宏远堂熊体忠刻的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等，都用醒目的“全

像”、“出像”字眼标于封面，表明书中附有插图。

明代建阳插图本的版式主要是上图下文的狭长

型，如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刊《京本通俗演义按鉴
全汉志传》，上图下文；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新刻
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上评中图下文，是现存较

早的《三国演义》插图本；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
刊《京本增补校正演义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亦

为上评中图下文形式，上方的评论文字还有３个字
的小标题，叫做“评”，具体由图像内容决定。“评

林”本小说插图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形式特征的变

化对于戏曲小说插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与当

时其他地方插图大多采用大图形式相比，有着鲜明

的地方特色。但也有些书肆开始采用全版插图，如

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闽建书林郑世豪刊刻《鼎镌
校增详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的插图，就是满面的

大图。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年）宏远堂熊氏刊本《列
仙降凡传》的插图采用了双面连页的形式，万历四

十七年（１６１９年）福建崇安孙世昌刻《武夷志略》的
插图摹宋代高文举画，采用单面或合页连式。这些

都一改建阳刊本小图的风格。

建阳刻本的图刻古朴稚拙，绘镌手法往往阴刻

与阳刻结合，层次清楚，简单明了；线条运用略显滞

重，但粗犷有力；人物造型简略，图像也较小，但人物

动作活泼，姿态逼真，质朴生动。万历年间书林杨美

生刻《新刊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和书林熊

冲宇刊刻的《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三国志传》，两

书插图均简单朴实，且大同小异。类似情况在建阳

刻书中绝不是孤例，是市场竞争状态下跟风的必然

结果。建阳本插图，总的来说造型构图显得拙朴稚

气，缺乏章法，显然是工匠自己画稿、自己刻印的作

品较多。

２．金陵版画
明代万历年间金陵的刻书业十分发达，现今有

牌记可考的书坊不下五六十家，多集中在三山街及

太学前。所刻书以大众化的小说、戏曲为主，一些有

名的书肆如唐氏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陈

氏继志斋，汪氏环翠堂，都镌刻了大量的版画。

富春堂主人唐富春，字对溪。富春堂刻书版面

多单面方式，上方通栏标题，版心署“出相 ××记”，
下署“富春堂”，行格字体清朗隽秀。文字页版四周

均装饰有回文图案，称为“花栏”，中间标有书名。

常见的题记有“金陵唐对溪富春堂”、“三山街书林

唐富春”、“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富春堂”等。

富春堂刻书以戏曲为多，相传曾刻传奇百种，遗存至

今的有３０余种，多附有大量版刻插图，如《玉记》
图３１幅，《何文秀玉钗记》图３８幅，真正做到了图
文并茂。其艺术风格明显受到了建安派的影响，并

有所创新，如《出像音注花栏南调西厢记》，与刘龙

田《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多有雷同之处，刀刻运用

也颇为相似，只是在版式上去掉了刘氏的左右所嵌

联语，使画面有所扩展。插图已不再是上图下文式，

而改为整版半幅或前后页合拼成一大幅的形式。以

人物为主体，饰物、背景绘刻大多很简单。人物在画

面上所占比例很大，往往超过画面２／３强，形象大而
突出，注重人物动作与表情的刻画，脸部表情很深

刻，人物动作有强烈的舞台演出意味。用笔粗壮，刀

刻放纵而稍嫌粗率，却不失简约大方，线条简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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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线纹转折较硬，喜用大块黑底阴刻来描绘冠帽、

山石、发髻、衣缘等背景和装饰，大片的墨底衬托出

铁划银钩的刻线，明暗对比强烈、层次分明、疏朗醒

目，表现出庄重、雄健、粗毫的作风。富春堂版画在

粗犷、直率之余，也刻得很精致，这是对各家之长的

不断汲取，是对时代风尚的顺适。富春堂版画特色

非常鲜明，很容易认定是金陵版画，如《新刻出像音

注范睢绨袍记》中的插图“窥妻祝香”。

世德堂大约是明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前后
由富春堂分立出来的书肆，题记常称“金陵唐绣谷

世德堂”、“绣谷唐氏世德堂”。《新刻重订出像附释

标注琵琶记》署唐晟刊，或即为世德堂主人。与富

春堂相比，世德堂所刊小说较多。其中如《新刻出

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据考为现存《西游记》一书的

最早刊本。《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

演义题评》，首图署“上元王少淮写”，即是刻工或画

家名。所刊《南北两宋志传题评》等书，插图宏富，

亦颇可观。世德堂本几乎全为双面连图，其描绘战

争场面的版画，场面宏阔、气势磅礴，人物造型生动，

风格与富春堂大同小异，略显工细一些。

周曰校万卷楼和周如山大业堂两家的绘刻风格

接近于富春堂、世德堂，形式以单面图版以至于双面

连式为主，图刻粗豪雄健，线条粗劲有力，人物在图

画中比例较大，注重表情的刻画，疏朗醒目，在经营

布置上很有自己的特点，场景绘写颇有气势，体现出

了金陵本土的风味。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周
如山大业堂所刊《新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新

锓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
年）周曰校万卷楼所刊《新刻海刚峰先生居官公

案》，以及署“魏少峰刻”的《新镌全像通俗演义续三

国志传》，都体现出如上特点。周曰校万卷楼刊《新

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署“上元王

少淮写”，与世德堂本《唐书志传》同，说明王少淮可

能是专为金陵坊肆做版画的专业刻工或画家。

唐锦池文林阁、唐振吾广庆堂、陈大来继志斋，

所刊戏曲版画数量亦多，绘镌皆工致，风格已与富春

堂、世德堂大异，多采用双面连式大版图，并注意背

景的描绘，画面上也不使用大字标题。其艺术风格

趋于工整、秀丽、细致，不再用大片墨底来作近景衬

托，重背景描绘，人物位置已不过于突出，人物动态

已少舞台演出意味，比较接近现实生活，整体布置追

求一种澹静娴雅的风格，如明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
年）继志斋刊《重校玉簪记》的“茶叙芳心”插图，书

籍插图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品。明万历三十二年

（１６０４年）继志斋刊《新镌古今大雅南北宫词记》，

图仅双面连式一幅，绘刻绵密清丽，给人以细腻缠绵

而又清纯典雅的美感，绘镌较文林阁、广庆堂更为婉

秀。郑振铎称许该插图“有潇洒飘逸的风致，线条

如屈铁盘丝，刚劲而又柔软异常，转折如意。凡衣

褶、飘带乃至柳枝、荷叶无不如此。实是金陵派作品

里最高的成就之一”［５］（Ｐ６３）。

金陵版画绘镌最为精美，成就最高的，当推环翠

堂所刊诸本。环翠堂主人汪廷讷，字昌朝（一作昌

期）、无如，号坐隐、无无居士、全一真人、清痴叟，安

徽休宁人，明万历年间官任盐运使，因以致富，寄寓

金陵，以著书、刻书自娱。其本人也是出色当行的戏

曲作家，自编《义烈记》《彩舟记》《狮吼记》等传奇，

并《西厢记》等传世名篇汇为《环翠堂乐府》。环翠

堂所刊书中插图多采双面连式，图皆繁复精工，图版

空白处以细密的图案花纹相补充，屋宇地面的花砖、

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帏幕、桌帔绣帘，无不

浓丽精细，甚至连花草树木也富有图案气息，画面富

丽堂皇，绘镌讲究精美，婉丽遒劲，场景表现绵密富

丽，人物表情纤细入微，刀刻繁简适宜，线条细腻，纤

不伤雅，显示出非凡的功力。郑振铎称明万历三十

八年（１６１０年）环翠堂刊的《人镜阳秋》为“古典美
的作品的一个最标准的范本”［２８］。明万历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１６０２—１６０５年）由汪氏环翠堂书坊用白
绵纸初印成本的《环翠堂园景图》，以及明万历三十

七年（１６０９年）刊《坐隐先生精订捷径棋谱》的卷首
画《坐隐图》，都是中国版画中罕见的宏幅巨制。环

翠堂版画由著名画家汪耕、钱贡为之绘稿，徽籍名手

操刀，历来被认为是徽派版画的典范。

３．徽州版画
明天顺六年（１４６２年）程孟刊本《黄山图经》已

显示出徽州版画自早期所走的就是较为工细的路

子。刻印于明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的《目连救母劝善
戏文》，黄链、黄钫刻，总１００出，分为上、中、下３卷，
有图版５７幅，图版形式分单面方式、双面及多面连
式不等，人物都为大型，表现粗豪简厚，在背景、饰物

上并不多做雕琢，风格粗豪有力、劲整疏朗，绘刻古

朴浑厚，线条粗旷劲挺，构图生动活泼，富于变化，部

分图版阳刻和阴刻交叉运用，利用大片墨版、以线描

写刻画人物面貌。技巧似来自金陵富春堂与世德堂

所刊诸本。王伯敏在《中国美术通史》中说：“现在

似可证明刻于万历十年的目莲戏文，只是一种偶然

的风格，可能与受建安派影响有关。”［２９］

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歙县方于鲁美荫堂刊
《方氏墨谱》，绘刻墨之形制、图案，刊署丁云鹏、吴

左千、俞仲康绘，黄德时、黄德懋刻，美国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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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题“歙黄守言刻”。其刀刻精细流畅、线纹匀

洁，已是徽州版画趋于成熟时的风范。

汪云鹏玩虎轩为徽州一家十分有名的书肆。明

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玩虎轩刻《有像列仙全
传》，是一部插图宏富的徽版名作。图版绘刻精致，

但人物动态变化少，书署黄一木刻。查《虬川黄氏

重修宗谱》，黄一木，字二水，生于公元１５８６年。其
父黄守言，亦为徽版名手，曾为《方氏墨谱》《文昌化

书》《古杂剧》等书刻过插图，皆传世名作。黄正位

刊本《剪灯新话》亦有刊署黄守言的佳作。黄一木

刻《有像列仙全传》时，年仅１５岁，以弱冠之龄，技
精而至于斯，当得益于其父的言传身教，黄氏刻工授

业之有方，于此可见。黄一木另刻有《剪灯新话》版

图，穷精极丽，人物造型流畅生动，比之《有像列仙

全传》已有颇大进步。黄氏一族执晚明、清初版画

艺苑牛耳数十年，当非偶然。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
年）徽州书肆观化轩刊本《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

记》，黄钅（字近阳，子黄桂芳等三人，皆为徽版名

手）刻，图刻澹静娴雅，动静得宜，颇具观赏性。

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浣月轩刊《新镌蓝桥
玉杵记》，署汪樵云绘，未署镌刻人，也是徽州本地

刻本。剧共３６出，配图３６幅，皆双面连式。前序称
“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可见戏曲版画的

功用，并不仅仅在于从审美角度来提高图书的艺术

欣赏价值，同时也是梨园搬演的图释指南。这样就

更易理解不少早期的戏曲版画，在人物造型上为什

么宛若舞台演出的逼真，身段、动作无不毕肖了。

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刊《状元图考》，４
卷，顾鼎臣编，黄应澄绘，黄应缵书，刻工有黄应瑞、

黄元吉、黄德修、黄应泰、王玉生等。该书收录自正

统丙辰（１４３６年）周旋至正德辛巳（１５２１年）杨维聪
共２９名状元。在构图上，注重故事情节的描写和人
物情态的表现。绘刻均很精工，善于运用黑白对照

的手法来描绘事物景致。线条非常细腻，兼用重笔，

如山石、花树等都有用重笔渲染的地方，比起一味运

用单线条，更具表现力。

明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程大宪滋荪馆刊《程
氏竹谱》，所画图式如朔风、映日、照水、拂云、翳月、

倚石、丛风等，均着重于对物象之外意境的追求，而

不像民间画师那样更看重对物像本身的摹写。其中

《雪竹》一图，以大面积的黑墨底色衬托白雪皑皑，

这种方法在古代版画中极为罕见。图中丛竹，被大

雪覆压，枝斜叶倾，犹自刚劲。尹迥在该书叙文中

说：“大宪此谱，所绘诸图，出姿媚于遒劲之中，见洒

落于纵横之外，偃直浓疏，动合矩度。”

徽州并不是当时刻书业最兴盛的地区，无法比

拟传统的刻书中心。目前论者特别强调徽州的黄氏

刻工是徽派版画绝对的中坚力量。仅以徽州黄氏家

族为例，据《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记载，从明代正统

至清代道光年间，就有４００多人从事这一行业，其中
不乏名家。如汪氏《环翠堂园景图》《人镜阳秋》《程

氏墨苑》，金陵刊之《养正图解》，杭州刊之《海内奇

观》，苏州刊之《吴骚》无不出于歙县虬村黄氏父子

昆仲之手。黄氏家族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此外

还有汪忠信、汪成甫、王玉生、蔡鸣凤、刘癤、姜体乾、

洪国良、谢茂阳等镌图名手。这些刻工往往带有世

代相传的家族行业性质，阵容庞大、水平精良。这些

刻工大多流寓苏州、吴兴、杭州等出版业发达的城市

和地区，输出的刻工迅速在各地书肆坊刻中占据主

导地位，他们以家族相传的形式将娴熟的工艺流传

下来并影响到武林和金陵版画。

徽州黄氏刻工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黄应光、黄

诚之、黄启先、黄君倩、黄肇初等都曾刻过《水浒》图

像。如黄应光的容与堂本《水浒传》、黄诚之和刘启

先的《忠义水浒传》、黄君倩和黄肇初二人分别刻的

《水浒叶子》等，都是《水浒》图像史上的重要代表，

同样亦是徽派版画风格的代表作。黄氏刻工不仅人

数众多，其中不少人的技艺也达到了巧夺天工、炉火

纯青的化境。他们的作品，一改建安派简朴草率，金

陵派粗豪雄劲的作风，而形成了繁缛细致、绵密工丽

的艺术特征。这既是对虬村黄氏作品，也是对徽派

艺术风格的概括总结。以往学界认为：“徽派版画

的崛起，是明代版画艺苑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古版

画史、古小说版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分水岭意义的

一大标志。”［３０］（Ｐ４４）他们特别强调新安派（徽派）技

法并不拘守于当地，而是在汲取此前诸家经验的基

础上，形成了婉约的风格特点［３０］（Ｐ４５），绵密富丽、精

工细致。代表作品有明万历十五年（１５９７年）玩虎
轩刊《元本出相南琵琶记》，图双面连式，黄一楷、黄

一凤刻，图版格调清新，绘人写事图景抒情无不已臻

化境，刀笔细腻圆润与劲挺流利兼得，是徽派版画史

的代表作之一。玩虎轩另刊有《元本出相北西厢

记》，亦双面连式，汪耕绘，黄钅、黄应岳刻，图版凝

丽明净、极富巧思，是和《琵琶记》难分轩轾的版画

名作。汪耕，字于田，歙县人，是一位多产的版画艺

术家，画风富丽堂皇，地面、窗棂多用装饰性界格辅

满，显得极有特色，极富韵味。

４．武林版画
明代杭州刻书业繁盛［３１—３２］，万历以后，不仅是

当时重要的出版地区，也是全国四大图书聚散地之

·９９·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一。这个时期，杭州书籍插图的内容非常丰富。杭

州所刊版画，习惯上被称为武林版画。

明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杭州双桂堂刊《顾氏
画谱》，又名《历代名公画谱》，是顾炳采辑晋代至明

代顾恺之、张僧繇、阎立本等１０６位画家的１０６图，
后又增加王若水和刘节２人，实为１０８幅作品，缩小
尺幅，细摹精刻，前图后传，实为一部图文并茂的中

国绘画史。所摹唐代阎立本《斗茶图》、五代黄筌

《雀棘图》、宋代郭熙《行旅图》，相当逼真传神。刻

工刘光信以疏朗明晰、厚重而不失流利的刀锋，表现

不同的勾线、皴法和不同的风格、气韵，使这些历代

名作虽施之枣梨而不失神韵。其中释氏画有七八

幅，刻印皆极精致。所摹李公麟的《洗象图》，用大

片墨底刻象身，阴刻刀法表示轮廓结构，人物则全用

阳刻，明暗相映成趣，镌刻刀锋厚重流畅，不失原作

神韵。《顾氏画谱》集历代画法之大成，堪称“中国

古代名画集”。万历年间杭州金氏清绘斋刊有张成

龙摹辑的《名公扇谱》（又名《张白云选名公扇

谱》），陈继儒序文称此谱所选扇图“山水则气韵嘘

吸，人物则神情洒落，花卉则展转生动”，“旨趣都入

化境，所谓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又刊有《古今画

谱》（又名《唐六如画谱》），虽然所谓“唐解元仿古

今画谱”乃伪托，但版画刀法谨严，当系名手所刻。

万历至天启年间刊刻的画谱丛书《集雅斋画谱》，主

要由蔡元勋（字汝佐，号冲寰）画，刘次泉刻镌，是一

部版面很大、图文并茂的画谱。一般正面是图版，反

面刊印唐诗题句。画工在山水花鸟各方面，传神地

摹写了古人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刻工们的刀锋泼

辣大胆，而又不失缜密细致，可谓绘刻双精。

明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年）杨尔曾夷白堂刊印
的《海内奇观》是一部山水版画图集。由当地画家

陈一贯绘图，徽州刻工汪忠信雕镌。书中所附版画

的表现形式多样，就印刷装订形式而言有单面式、合

页连式、多页连式，多页连式出现有长达２７页的大
型山水版画。该书标举“卧游”，但是书中使用图绘

的来源众多且复杂，我们搜寻这些图像的来源，至少

能看到３种不同的志书为杨尔曾所用。第一种是
《齐云山志》（１５９９年），原绘图者为丁云鹏，杨尔曾
将山志中的长达 ２０个半页的图绘，加到《海内奇
观》的第一卷，以“白岳”为题，就放在五岳之后。第

二种是长达２７个半页的普陀山图，这张长卷被放在
《海内奇观》的第五卷，如果加上前面的普陀寺殿图

（半页）、镇海寺殿图（半页），共有２９个半页。这２９
个半页，实际上都是取自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年）太
监张随所刊《重修普陀山志》中所刊之图。第三种

则是收入《海内奇观》第三卷的与西湖相关的图像，

均来自《西湖游览志》。《海内奇观》将原来《西湖游

览志》中“西湖十景”２个半页合看组成一个景致的
做法，改成单个半页即表现一景的构图方式，在对看

的另外半页则刊出题咏的诗文。《海内奇观》的编

者收罗了许多来自志书的图像，图像的处理方式有

几乎直接的摹绘（只有些微的更动，如放入较多的

点景人物），也有组合式或是较为剧烈的图像变动。

而图像的风格，既有来自地图的摹绘系统，又有较为

接近山水绘画的传统，因而在风格上呈现极多不同

与复杂的面向。

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起凤馆刊刻的《王李
合评北西厢记》，插图２１幅，卷首有莺莺遗照一幅，
汪耕绘，黄一彬、黄一楷刻。版式为对开合版。版面

布置富丽堂皇，背景繁复，除人物外，又精心布置了

假山竹木、罗帏珠帘等配景，图中的窗格和地面都作

界画图案，钩勒精细，描摹工致，几与界画无二，画面

精细准确，刀刻细腻圆润而又劲挺流利，图中人物已

不是传统习见的头面略大的造型，已变为长身玉立、

苗条俊秀的体态，形象玉立修长，是汪耕作品人物造

型的典型特点，刀刻一丝不苟，为《西厢记》版画中

最脍炙人口的名作之一。

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刊《青楼韵语》，张
梦徵绘图，其中５幅有刻工姓名，分别为黄端甫、桂
芳、一彬。郑应台序称：“梦徵少年，胸次何似，所以

晋、唐、宋、元师法无不具；山形水性，禾态乔枝，人群

物类无不该。淋漓笔下，绝于古而尚于今也。”《凡

例》又称：“图像仿龙眠松雪诸家，岂云遽工？然刻

本多谬称仿笔，以诬古人，不佞所不取也。”插图中

的画面布局及环境景物的安排别具匠心，颇有园林

意趣。题诗句“斜阳江上烟疲疾，怎对却西风立”的

一幅，用几乎接近粗犷的劲健笔锋、线条，勾勒了江

水、波涛、山石、虬松等景物，劲挺的松枝、汹涌的江

水几乎占满了画面，画幅上仿佛真的传来了阵阵江

潮声、松涛声，吹来了使人站立不住的西风。刻工的

刀锋生动流利。

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年）七峰草堂刊《原本牡
丹亭记》，版画雕刻精美，画面景物雕镂细致，门窗、

地砖、簟席花纹繁密整齐工细，室内必连带表现室

外。单面方式图４０幅，署名刻工有鸣歧（黄一凤）、
端甫、吉甫、翔甫、应淳等。刀刻纤丽而流畅自然，是

《牡丹亭》版画中影响较大的本子。

虎林容与堂刊，吴凤台、黄应光刻图本《李卓吾

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不少图版全无背景，看似不

事雕饰，但线条运用圆润而不失劲挺，古拙中更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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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人物益显突出，与常见武林版画隽秀清丽的风格

大不相同，与黄应光所刻《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

西厢记》等戏曲插图的纤巧细密，亦宛若殊途。该

书有图２００幅，可渭洋洋大观。而崇祯年间黄诚之、
刘启先刻图本《忠义水浒传》，有图５０叶１００幅，构
图繁复，人物性格鲜明，手法灵活多变。“斗杀西门

庆”、“火烧翠云楼”等图，采用俯瞰式构图法，由近

及远，层次分明，成功地弥补了线条图缺少立体感的

缺点。该书中的版画为明末清初袁无涯刊本《忠义

水浒全书》（卷首有杨定见序，又称“杨定见本”）、明

末三多斋刊本《忠义水浒全书》、清康熙芥子园刊

《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因袭翻刻。

《新刻批评绣像金瓶梅》，图１００叶２００幅。署
名刻工有刘启先、刘应祖、黄子立、黄汝耀、洪国良

等。《金瓶梅》一书，人物众多，情节曲折。镌图者

在对图书内容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把豪门显贵的家

庭生活场景及享用物品等，以写实的手法一一捉写

在图版中。洋洋洒洒２００幅图，皆是匠心独具，别出
机杼的佳作，在明末小说版画中属最细密繁复而又

富于变化的一部。其他如黄子和、刘启先刻《新镌

绣像小说清夜钟》，未署绘镌人的《镌于少保萃忠

传》《西湖二集》《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

《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型世言》诸本，亦称一时

之选。

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武林刊本《彩笔情辞》，
是元明时期的散曲集，刻工黄君倩，一般认为即黄一

彬。编者张栩自言：“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

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

景物灿彰。”［３３］这类图像已使插图成为一种山水景

物图的创作，其画注重气韵的流动，山光水色、云气

雾霭、水纹衣袂皆具动感。插图版式的创新，如延阁

李氏的《北西厢记》首先采用外方内圆的形式开创

月光式插图，尔后在苏州地区得到了发扬光大。

《绣像传奇十种》汇刻《喜逢春》《咏怀堂十错认春灯

谜记》《望湖亭记》《文堂戏墨莲盟》《山水邻新镌花

筵赚》《长命缕》《金印合纵记》《评点凤求凰》和《山

水邻新镌四大痴传奇》为一编，皆是精美之作，为武

林版画的代表作品。

武林版画以戏曲插图为多，天启、崇祯年间小说

版画也出现了难以尽数的佳作，所刻人物俊秀，景色

绮丽，构图别致，非常重视配景的描绘，设景布图重

视对场景的烘托。以往总是强调其表现手法是徽派

绵密婉丽的路子，认为武林只不过是徽派的流裔，似

难以概括武林版画的艺术价值和独立的地方特色。

无论是寄寓武林的徽州名手，还是刘素明、刘次泉这

样的建版巨匠，都在武林地理环境的浸润下，创作出

了更为精丽完美的作品，已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

５．苏州版画
苏州书籍刊刻、版画制作的中心地位，在明代有

一个明显的上升轨迹，到胡应麟生活的年代

（１５１１—１６０２年），苏州刻本的水准已经超过南京和
杭州，刻本之精良，已为全国之冠［２０］。

明代万历之前，苏州虽然也刊行过一些版画插

图本，如《便民图纂》《吴江志》《石湖志》等，但数量

并不多，无法与建阳、金陵、徽州、杭州等地比肩。万

历二十四年 （１５９６年）刊刻的由顾正宜撰、绘的《百
咏图谱》和《笔花楼新声》，为苏州版画的发展揭开

了新的一页。［３４］这两书绘写精致典雅，背景繁复，镌

刻亦精，冯大受云：“真是诗中画，画中诗。兼右丞

之二有，擅虎头之三绝。”［５］（Ｐ６６）

明代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何璧校刊本《北西厢
记》，图双面连式，用笔疏阔而气韵自在，人物造型

亦颇生动。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古吴章镛刊《吴
蟎翠雅》，双面连式图１６幅，刻写极为精细，即使与
《青楼韵语》等版画名作相比，亦不遑多让。万历年

间苏州另刊有《西厢记考》，双面连式图２０幅，卷首
冠唐寅绘莺莺像一幅，莺莺双手支颐，端庄凝静，极

具大家闺秀风范。首图署“夏缘宗镌”。图版与黄

应光刻图本《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西厢记》（别题

《徐文长先生批评西厢记》）同，但镌刻细密纤巧，虽

是摹刻之作，亦属上乘。旌德人鲍承勋所刊的《盛

明杂剧》初、二集，插图注意环境的刻画和人物形象

的生动，技艺精湛。

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吴门萃锦堂刊本《词林逸
响》，书分风、花、雪、月 ４集，图双面连式，清新明
快，刀刻线纹匀洁，神腴澹远，颇值得玩味。散曲选

集《太霞新奏》传为冯梦龙辑，图双面连式，插图重

视环境描绘，山石林木、楼阁关津、碧水轻舟、秋风落

叶，皆雕镂细致，点缀有情。

创于明万历年间武林山阴延阁李氏本《北西厢

记》的月光式插图，在苏州大行其道，一时蔚为时

尚。图版外方内圆，其形如镜取影，画面虽小，却颇

隽秀典雅。金阊叶敬池刊《墨憨斋评点石点头》，即

为明末小说版画中月光式插图的代表作品。狭长型

的插图使画面更为紧凑，为许多版本所采用，如陈长

卿存诚堂所刊《琵琶记》《西厢记》《投笔记》等、忠

贤堂崇祯版《唾红记》、崇祯本《樱桃记》《续西厢升

仙记》《珠玑联》等，都采用了这种插图版式。

苏州版画兴起稍晚，但到明天启、崇祯年间则有

后来居上之势，所刻既多且精，成为古版画创制极为

·１０１·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２年

活跃的地区之一。苏州的出版家们对插图的作用十

分重视，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人瑞堂本《新镌全像
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凡例》中说：“兹编特恳名笔

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奇妙。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

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

头珍赏哉！”木刻插图已经近于一门独立的艺术，成

为可以离书去欣赏的绘画珍品。

书籍版画作为绘画的一个门类，用木版刻印书

画，也是书画市场的一部分。徽人汪芝曾在苏州刻

印《黄庭经》等帖，花费巨大，以至穷困而死，为人所

笑。但数十年后，《黄庭经》刻版毁于火，汪本成为

珍本。“好事家无处搜寻，价遂腾涌至五六千钱”，

同为徽人的詹景凤搜索多年，也只得到３本。［３５］

６．吴兴版画
吴兴地区的版画在明泰昌、天启年间异军突起，

很快就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最为著名的是以朱墨套

印出名的闵、凌两家。两家刻书１４０余种，有插图的
不过１０余种，多为戏曲版画。《明代闵凌刻套印本
图录》收录了两氏所刻套印本的书影［３６］。闵、凌两

家皆为吴兴望族，从事过刻书的人颇多，而其中最著

名者为闵齐?和凌初，他们以印制朱墨套印图书

著称于出版史。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版画大多署王

文衡绘。王文衡，字青城，苏州人，是一位多产的版

画名家。刻工则有黄一彬、郑圣卿、汪文佐、刘杲卿

等，均是徽州人。所刻《红拂记》《董西厢》《邯郸

记》《西厢五剧》《幽闺记》《鸳鸯绦传奇》及散曲选

集《南音三籁》等，都是出色当行的版画名作。版画

注意构图的变化，以背景为主，意境深远，人物在画

面所占比例较小，以背景铺陈为主，但绘刻精丽，虚

实处理得当，景多萧疏荒凉，图绘清丽静穆，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闵刻《会真记》是中国古代版画的

巅峰之作。

“寓五笔授”本《西厢记》仅存２１图，原刊本现
藏德国科隆肯斯特博物馆，序、跋、正文、牌记等皆已

佚去。２１图皆为彩色，在刻印中采用了笺谱、画谱
已有的技法，构图造意更是匠心独运，不落俗套，如

描绘张生、崔莺莺“对月联诗”一出，画面仅绘有一

对蝴蝶和两片叶子，叶上分题张＼崔遥对吟哦的诗
句，清新别致，寓意深远。色彩运用浓淡相宜，搭配

自然和谐，就如顾炳鑫所言：“艳而不俗，鲜而不火，

显得典雅素洁”，从而在尺幅之内，把一曲闪烁着人

性灵光的千古传颂的恋歌，用绘画的语言，流畅而生

动地表现出来。此本正文不存，当然是一个遗憾，但

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存世价值，因其已成为可以

离书而独立的古代彩印、套印版画珍品。

　　三、对明代书籍版画区域风格的

讨论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地域为代表的刻书、版
画研究逐渐被关注，周芜先生的《中国版画史图录》

《武林插图选集》《徽派版画史论集》开创了地域书

籍版画研究的先例。另外，以家族为代表的刻工也

被关注。

学界对于明代书籍版画注意的大多是区域版画

风格，认为明代中后期形成许多风格各异的版画中

心。以梓行地来分，以福建建阳为中心的建安派，作

品多出自民间工匠，镌刻质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

派，作品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

风采迥异；以杭州为中心的武林派，题材开阔，刻制

精美；以安徽徽州为中心的徽派，富丽精工，典雅静

穆，并特别强调徽派艺术风格在晚明的大一统格局。

周芜将“徽派版画”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徽派版

画有两个含义：广义地说，凡是徽州人 （包括书坊主

人、画家、刻工及印刷者）从事刻印版画书籍的都算

徽派版画；狭义地说，是指在徽州本土刻印的书籍版

画，才是徽派版画。”［３７］有人进一步明确“徽派版

画”这一概念的两层含义：一是指徽州本土刊刻的

版画；二是指徽派艺术风格的作品，而不论是否刻于

徽州本土。［３８－４０］

在周芜的广义标准中，凡是徽州人参与刻印的

版画，都是徽派版画，而且无论这个徽州人是书坊主

人、画家、刻工还是印刷者，一概算在其内。后起继

承者显然是注意到了周芜观点的严重缺陷，因而将

该定义作了修改，这样，外地书坊翻刻或重刻现成的

徽派版画插图，也就都属徽派版画了。如果把周芜

的定义也包括在内，则几乎全部晚明江浙地区的版

画，无论是怎样的面貌，都可以被认定是徽派版画。

张国标《徽派版画》就是这种定义的积极推动者。

他们特别强调，徽州刻工人才济济、名工辈出，而且

晚明以后的徽州刻工是流动的，使各地刻工直接或

间接受徽刻名手技艺的熏陶，也开始采用徽刻手法

制作插图或画谱，如杭州的项南洲、萧山的蔡思璜、

苏州的朱圭，他们的作品，在刻板技法和版刻风格上

承袭徽派版画的风格和刻法，从而使各地的版画风

格向徽派靠近。甚至有学者认为，杭州等地的刻书

业和版画开始为徽派风格所主宰［４１］，晚明的版画艺

苑成了徽派的大一统。周亮在《明末武林和苏州版

画共同性初探》中例举武林和苏州版画一些作品，

旨在说明两地版画从天启年间开始已逐渐摆脱徽派

的造型样式，到崇祯年间两地版画风格逐渐趋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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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徽派那种注重近景描绘的作品以及徽派特有的

“点”刻技巧已经消失，明末的版画已由以“精工”为

主的徽派版画转向以“精巧”见长的苏杭版画，这是

对徽派大一统说的一个修正。但周亮还认为徽州刻

工带去两地的镌刻技巧，是促成武林和苏州版画风

格统一的原因之一，因为徽州刻工大多往来于江浙

两地，从事刻书业，为了在镌刻图版中求得风格的一

致性，刻工们在技巧方面相互包容、相互靠拢。为此

周亮还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徽州刻工在江浙镌刻的版

画作品，未曾发现同一版本里的版画有多重风

格。［４２］周亮作这样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但遗憾的

是他只考察了同一版本里版画的风格，而没有考察

一个刻工在不同版本里的版画有多重风格。

当然，版画风格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绘

图者所师承的风格，或是雕版者在雕刻时所创出的

风格，二者都可能对版画的呈现有所影响。王伯敏

在写作《中国版画史》时，就已意识到以刻工籍贯为

标准划分出来的“徽派版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只

是没有能够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他在提到金陵版

画时就说：“而以徽州一地的刻工而言，往往很难具

体地指出他是徽派还是金陵派。”谈到吴兴版画时

则说：“它所绘刻的，与金陵、徽州都相似，而聘请的

刻工，如黄应光、郑圣卿等，也都是徽派名手。所以

便不以派系相称，但也有它相当的成就。”［４３］董捷首

先揭示绘图者与刻工在版画创作中不同的地位，绘

图者对于风格形成、演变起主导作用，“刻工所要做

的，就是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版刻技术将绘图者画稿

的原貌尽可能不走样地传达出来。传达的准确熟练

与否，是评判刻工优劣的首要标准。对于刻工的这

种要求，是中国古代木刻作品作为复制版画区别于

现代意义上创作版画的重要特征”［１５－１６］。这种揭

示对于版画史研究意义十分重大。笔者赞同董捷的

观点，在《胡正言十竹斋的版画艺术》中，认为都是

版画创作者的画师与刻工，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是不同的，从十竹斋二谱来看，是绘画者的画风决定

版画风格。董捷还指出，如果把刻工作为作品风格

的决定因素，就很难解释起凤馆本《元本出相北西

厢记》与凌初本《西厢五剧》中两种构图、笔法、趣

味都大相径庭的作品，如何会出自同一刻工歙县人

黄一彬之手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周芜狭义的标准来看，只有徽州本土刻印的

版画才算徽派版画，那么像金陵环翠堂、武林起凤馆

这些其他地区徽籍画师的作品就都排除在外了，而

且徽籍画师的作品并非千人一面，风格也随时代风

尚而改变。郑振铎总结过徽派版画插图的特点是隽

秀、健美、婉约。大家有一个共识，徽派版画应该具

有类似汪耕绘图的《人镜阳秋》与《坐隐图》等版画

作品那样人物修长、线条细腻的特色。或者如董捷

所界定的：即使一定要以地域框架来界定版画流派，

徽派版画也只能是指以下几种情况：（１）以汪耕等
人为代表的徽籍画师绘稿的版画作品；（２）其他地
区画师模仿徽籍画师风格绘稿的版画作品；（３）其
他地区书坊翻刻或重刻现成的徽版插图的情

况。［１５－１６］徽派版画自其肇始之初，走的就是较为工

细的路子；至万历中叶，形成繁缛细密、工致纤丽的

典型范式。纤丽、工细的艺术作风是徽派版画鲜明

的特色。

周亮又提出对徽派版画重新定位的观点，焦点

之一就是用什么尺度来衡量版画风格、来归类版画

流派。［４４－４５］他认为徽派版画是一个跨地域的流派，

它的影响力之深远，是其他地区版画很难相比的，徽

派版画给其他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带来了对

版画流派划分的复杂性。然而，如果将徽州刻工在

不同时期镌刻的徽派版画全面地比较、分类，找出这

些作品的同异性，对正确认识徽派版画是有所裨益

的。具体来说，明万历时期和天启、崇祯时期的徽派

版画总的风格就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精工和精巧

这两方面。精巧的风格也不能完全算是徽派风格的

延续，而是一种脱胎于徽派而产生的新样式，就这点

而言，武林和苏州做得最彻底［４２］。

随着研究者的增多，对明万历年间尤其是中晚

期的版画插图，提出以艺术特征将其归类为质朴派、

雄劲派、婉约派的新方法。因为建安版画、金陵版画

也有较为工丽的作品，徽派中也有较为简朴的风格，

本不好按地域一概而言。姜宇钦以万历中晚期徽州

与金陵两地版画插图风格趋于统一化为证，两地现

存版画插图刊本中既存在偏向于徽州工丽婉约的作

品、也有注重金陵简朴风格的作品，认为若以刊刻地

区称其为金陵派或者徽派版画插图确为不妥，容易

造成古版画插图赏析的误区。因此较之以原有的版

画插图归类方式，以艺术特征将两地作品分类研究

的方法确实更具准确性和概括性，也有利于古版画

插图史的梳理与研究［３８］。

现藏日本的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金陵积德堂
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构图繁复而有变化，富于装

饰趣味，绘刻手法古拙，与弘治刊《西厢记》除版式

不同外，在人物造型、刀刻运用等方面多有相似之

处。以往学者认为这说明在当时交通并不便利的条

件下，南北两京在戏曲版画艺术上是相互影响、有所

交流、互为借鉴的，实际上这也说明明代的木刻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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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制版画，并没有如学界认为的有那么明显的地

域特色。

　　四、明代木刻版画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代木刻版画的构图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图

式一样，沿用散点透视法。这与西方的铜版画在形

式风格和绘刻技艺方面都不一样，明人顾起元就看

到了这种不同，他在提到利玛窦时，对此做了如下描

述和解释：“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

‘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

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

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

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

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

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

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

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４６］到晚

明时期，如同在绘画方面有一些画家开始学习西方

绘画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掌握了透视和明暗画

法，在中国古代木刻版画领域也出现了西方艺术的

透视和投影技巧，可能是用中国古代木版画手段模

仿铜版画而留下的。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洋

画作品，有油画、铜版画等，“利玛窦记载道，来到广

州附近的肇庆参观传教团的中国人，被传教士带来

的有关宇宙起源与建筑学方面的图书所吸引，这些

书向人们展示了西方的王国、乡村以及欧洲美丽的

城市等等”［４７］。为了便于传教，传教士将一些艺术

品赠与当时有威望的达官贵人，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１５９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写信向耶
稣会总会长提出要求：“如能送来一些画有教义、戒

律、原罪、秘迹之类图画的书籍，将会发挥很大的作

用。因为西方绘画采用了阴影画法，这在中国绘画

中是没有过的。这些画会被中国人看成制作精妙，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从而受到欢迎。”［８］在传

教活动中分发大量的圣像、纪念章和带有插图的书

籍，利玛窦说：“人们争相拉拢我们，有的刻印我们

的作品，有的重刻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

情的书，有的在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至于《世

界地图》每年都有出版，或单独印刷，或附在讨论地

理的书籍中。”［４９］翻刻应该是因为从欧洲运来的数

量不多，不足用来分发，神父们要在中国本土解决这

个问题，而中国人不会铜版雕刻技术［５０］，只能找当

地刻工用木版印制，这大概在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
年）就已经开始了。［５１］苏立文说由于书籍插图和雕

版印刷品数量众多，也易于被中国的木版改作，因而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５２］但当时用于传教的木版画印

刷品已不可得见，只留存下为数极少的用中国古代

传统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的作品，如《程氏墨苑》

中４幅《宝像图》、《诵念珠规程》和《出像经解》里的
插图。明末木刻版画中已经能够看出对主体物的描

绘出现了由近大远小、黑白相间、层叠遮挡的效果。

如《程氏墨苑》第十四卷中的《石墨山九曲水图》，用

平刀先大刀阔斧地将山和树的轮廓铲出来，再在留

出来的主体物上简练地阴刻出山脊和树干，整幅画

面的构图运用了西方艺术透视法近大远小的原理，

层叠遮挡有致；王树村［５３］在明代民间年画中所介绍

的《十王图》和《三教搜神大全》，图中桌子的桌面、

地版台阶、人站立的走向和墙围等都具有了西方艺

术的透视效果。西方艺术的透视法对中国传统版画

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有哪些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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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１９８５．

［７］　凌君武．承传的意义———对传统版画艺术特质的一点
思考［Ｊ］．画刊，２００５（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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